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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土地征收中基层政府与村干部的
委托代理机制研究

孙秋鹏

摘　要:在城郊土地征收中,基层政府制定何种委托代理合约来约束和激励村干部的行

为和努力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土地征收效率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通过构建事前村干部筛

选模型和事中村干部激励模型得到如下结论:城郊具有资源密集、基层政府委托事项多

和土地征收可能性大的特点,基层政府倾向于选择 “能人” “狠人”等类型的高效率候

选人担任村干部;基层政府满意的候选人可以利用保留效用的私人信息特性从基层政府

获得更高的报酬,但报酬提升空间受到潜在竞争者与基层政府满意的候选人担任村干部

的成本差额的限制;当只将征地完成量作为村干部代理工作绩效的考核依据时,村干部

获得的期望报酬与基层政府的惩罚能力负相关,与村干部的风险规避程度正相关;当将

征地完成量和冲突量共同作为村干部代理工作绩效的考核依据时,村干部通过努力获得

好结果的难度越大,取得好结果获得的报酬越多,没有取得好结果受到的惩罚越少;在

基层政府不具备惩罚能力时,基层政府要支付给村干部更多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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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郊土地征收委托代理中,基层政府与村干部之间的委托代理主要是指,基层政府将土地

征收的一部分或全部工作委托村干部执行,村干部接受基层政府的委托并执行委托,基层政府依

据委托工作的完成情况给村干部支付报酬.基层政府的委托可以是签订协议、合同等正式形式,

也可以是口头约定等非正式形式.基层政府可以将土地征收工作中的某一部分 (如协助宣传、走

访动员、土地权属确定、土地丈量、地上附属物认定评估等)委托给村干部,也可以采取发包的

形式将全部土地征收工作委托给村干部.委托工作完成后,基层政府要对村干部进行考核,并按

照约定给村干部支付报酬.报酬形式可以是货币收入、工程承包优先权,也可以是控制权 (如提

高土地征收款村集体留存比例,村集体留存部分土地),还可以是对村干部留任或晋升的支持.

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委托之前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主要导致的是逆向选择问题,可以通过设计委托代理合同条款以减少

或者避免逆向选择.在城郊土地征收委托代理中,代理人具有唯一性,这是因为:其一,具体某

一项城郊土地征收工作通常只能有一个代理人,多个代理人会引发代理人之间的冲突;其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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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基层政府选择的代理人通常为村支书或村主任,也具有唯一性.正因如此,城郊土地征收委托

代理无法通过设计委托代理合同条款来减少或者避免逆向选择.委托代理关系成立后,委托人和

代理人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譬如,基层政府无法全面了解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由于城郊

土地征收工作绩效不仅受到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影响,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土地征收工作

绩效与代理人努力程度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代理人就有可能减少委托努力,并将不

利结果归因于其他因素.

一、相关研究述评

(一)有关村干部角色定位的研究

有关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杜赞奇[１]依据中国近代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

系提出了 “保护型经纪人”和 “赢利型经纪人”两种角色.据此多数学者认为,在农村税费改革

之前村干部在充当乡镇政府代理人的同时更多体现的是 “赢利型经纪人”特征;在村民自治尤其

是在税费改革之后,村干部更多承担 “保护型经纪人”角色.由于村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和村

民自治系统的边际位置,在两个系统目标一致时,村干部能够较好地履行职责;但当两个系统之

间出现不一致或者发生冲突时,出于自身地位、基本身份和长远利益考虑,村干部倾向于向村民

自治系统靠拢[２].徐勇[３]认为,村干部承担当家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这是由基层政权设置和

农村自治制度安排决定的.基层政府要求村干部更好地贯彻政府意志,村民对村干部的要求也越

来越多,使得当家人和代理人两种角色之间内在张力不断上升.吴毅[４]则认为,村干部承担何种

角色受到宏观二元环境和具体环境背景影响,实践中 “双重角色”“经济模式”“守夜人”“撞钟

者”等多种角色都存在,但在改革初期村干部更多地承担 “守夜人”和 “撞钟者”的角色.村干

部作为理性人,面对基层政府的政治压力和农民自治对基层行政的抵制,只能充当各方利益的协

调角色,在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两边摇摆和两头应付[５].申静等[６]研究发现,在外来力量侵入

时,村干部对村庄的保护能力减弱,转化为 “弱监护人”.齐晓瑾等[７]研究指出,面对村集体资

产转化带来的巨大牟利机会时,村干部会采取与上级政府官员合谋或者在本级组织内部构建利益

共同体的方式进行分利,当然主要的利益损失者是普通农民.贺雪峰等[８]指出了村干部的三种角

色类型:第一种是社会公益为主型,经济收益很少;第二种是正当报酬为主型,公益性收入和灰

色收入都较少;第三种是灰色收入为主型.贺雪峰等[９]指出,当前乡镇基层政府和村干部都遵循

“不出事逻辑”,对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的事情,通常会采取不作为或消极性的处理方式.孙秀

林[１０]研究认为,在实行村级民主和自治后,村干部开始从 “国家代理人”转变为 “社区代言

人”.付英[１１]认为,村干部承担了政府代理人、村民当家人和理性经济人三种角色,其中理性经

济人占最重要的位置,其次是政府代理人,最后是村民当家人.在土地征收委托代理中,基层政

府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通常会站在基层政府一边,农民的利益会受到侵

害.欧阳静[１２]指出,在后税费时代乡镇和村组织的权威都下降了,村级组织越发呈现出官僚化

趋向,村干部已经转变为乡镇政府的准公务员.胡业方[１３]指出,以自我获利为任职目的的赢利

型村干部会导致村干部的 “名”和 “实”出现严重偏离,但如果通过制度规范来制约村干部的自

利行为又会导致村干部不履行应尽的村庄治理职责,出现另一种 “名”和 “实”的偏离.龚春

明[１４]基于村干部承担的角色提出了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概念,认为村干部从事任何工作完全

是从自身得失出发,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国家、政府和村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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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对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是理性经济人.由于身份地位和所处的周边环

境都会对村干部的行为产生影响,村干部的行为会出现一些差异,但村干部以自身利益为决策和

行为的出发点不会改变.

(二)关于村干部委托代理的研究

有关村干部委托代理的研究成果聚焦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与村干部的委托代理、农民与村

干部的委托代理两个方面.宁泽逵[１５]指出,外部环境变化使村干部由任务替代型代理人向任务

互补型代理人转变.余秀江[１６]指出,村干部努力工作的影响因素主要为非工资收入的其他因素,

与直接激励相比间接激励对发挥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更重要.彭涛等[１７]指出,乡镇政府、村干部、

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共同代理关系,在税费改革之前地方政府为了能够从农村获得资源会

严重干预村民自治,在税费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干预村民自治的动力下降,村民自治得到了改善.

陈太明[１８]分析指出,上级任命的村干部会对上级领导负责,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干部更倾向于村

民利益.乔晓楠[１９]指出,虽然贿选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但通过立法方式禁止贿选行为反而降

低了村民福利,需要通过制度改革及法律援助来应对.付英[１１]指出,在土地征收中存在多层委

托－代理关系,每一层都可能存在越轨行为,因此村干部和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都应当受到监管.

曾艳等[２０]研究指出,在农地整理中地方政府是强势委托人,农民是弱势委托人,村干部会与强

势委托人合谋,导致农地整理质量低下.孙敬良[２１]研究得出,地方政府依赖功利型权力和人格

型权力在街道办和村社区推进和完成拆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村干部既是地方政府拆迁的代理

人,又能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授权,这使得村干部最大限度地基于利益进行行为选择.田雄等[２２]

认为,县乡干部和村干部之间是共事和共谋关系,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多种关系,这是因为,

一方面村级治理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控制,另一方面村干部具有 “半干部半农民”身份特

征.扈映等[２３]研究指出,在土地征收委托代理中村干部扮演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角色,其

行为难以被监督和激励,使得村干部牟取不正当利益成为可能.褚红丽等[２４]分析发现,在村干

部腐败案件的审理中,对 “代理人”身份的惩罚力度显著低于对 “官”身份的惩罚力度.

村干部委托代理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描述性和论述性的研究

成果较多,构建数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较少;其二,现有成果认为在土地征收中村干部天然

成为基层政府的代理人,缺乏基层政府事前选择代理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三,现有研究关注了土

地征收完成情况和维稳压力,但尚未将这两个变量作为村干部土地征收工作考核指标来展开研究.

基于此,笔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将城郊土地征收中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进

行系统化研究,探讨在土地征收之前基层政府如何选择村干部 (代理人),并分析单目标和多目

标情况下,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二、基层政府对城郊土地征收代理人的事前选择

基层政府征收城郊土地的时间与村干部换届选举时间通常不一致,因此在土地征收伊始基层

政府没有选择代理人的机会.如果只以城郊土地征收开始时间为界限,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

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延长时间,基层政府还是可以事前选择代理人.本部分

主要分析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在事前基层政府如何选择代理人.
(一)主要假设

①本研究中,基层政府是指真正从事城郊土地征收工作的一级政府,多数为乡镇政府,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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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区县政府.实践中,乡镇一级政府往往是城郊土地征收的具体执行者,主要是这一级政府与

村干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②本研究中,村干部是指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村干部 (村干部候选人),主要指村

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并不是指所有村干部.研究中,不考虑基层政府直接任命的非本村村民担任

村干部的情况.同时,村干部是理性经济人,在对现实环境和约束条件进行分析后,会做出利益

最大化选择并采取相应行动.

③基层政府决定主要村干部 (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人选,关键是两者谁在村庄治理中发挥

主导作用.

④基层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完成上一级政府安排的工作任务,其考核也由上一级政府执行.影

响和决定城郊村主要村干部人选的关键因素是能够出色地完成上一级政府的各项任务,而土地征

收任务是重中之重.
(二)完全信息下的事前选择

观点１: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基层政府通过比较成本收益来决定是否干预村干部选举.由于

城郊具有资源密集、基层政府委托事项多等特点,尤其是土地征收可能性较大,基层政府倾向于

选择 “能人”“狠人”担任村干部.

基层政府干预城郊村村干部人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作需要.城郊村通常会被基层政府打造

为示范村或模范村,如此一来,诸如项目落地、产业政策执行、村庄建设评比、政府检查等工作

就需要村干部配合和执行.这些工作可能使农民获利,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增加城郊村或村民的负

担.如果村干部完全代表城郊村或村民的利益,对基层政府而言这个村干部就 “不好用”.城郊

村一般为资源密集型村庄,拥有一定的财力,基层政府财政紧张或需要在支出方面得到城郊村支

持时,得到基层政府支持而当选的村干部会配合得较好.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城郊村村干部可

以将大量的集体资产转化为个人收益,村干部职业也因此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基层政府干预城

郊村村干部选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征收.土地征收被基层政府称为 “天下第一难”工

作,如果能够得到村干部的大力配合,工作推进难度会减小.故在村干部换届选举时,基层政府

非常关注村干部人选,并采取各种措施让有能力且愿意支持基层政府工作的候选人当选.

下面将通过构建数理模型的方式来分析基层政府选择村干部的过程.

假定基层政府选择村干部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不存在私人利益.假设在村干部换届

选举时存在两位村干部候选人:一位是高效率候选人,即通常所谓的以基层政府或本人利益为主

的 “能人”“狠人”类型的候选人;另一位是低效率候选人,即通常所谓的以村民利益为主的候

选人.村干部候选人效率高低是依据完成基层政府安排的工作的效率来判定的.设:高效率候选

人的成本函数为Ch (q),低效率候选人的成本函数为Cl (q),两个候选人都是风险中性;q 为

基层政府委托给村干部的工作,可以是工作数量也可以是工作质量;两个候选人的成本函数都存

在边际成本递增情况,即C′h(q)＞０,C″h(q)＞０,C′l(q)＞０,C″l(q)＞０;两个候选人都不存在固

定成本,即Ch (０)＝Cl(０)＝０;高效率候选人具有成本优势,即C′h(q)＜C′l(q),C″h(q)＜
C″l(q).高效率候选人的村民支持率低于低效率候选人,主要是因为高效率候选人执行基层政府

工作会产生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部分由基层政府承担另一部分由村民承担,而低效率候选人不

存在这种外部性.设:基层政府承担的外部性成本为Cw (q),其中包括基层政府干预选举产生

的成本,且Cw (q)存在边际成本递增.一方面,高效率候选人以低成本执行基层政府安排的工

作,就很可能会损害村民利益,这样就会降低村民支持率;另一方面,当利益受到损害时农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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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求助于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就需要支出相应的成本.设:基层政府支付给两位候选人的报

酬分别为Wh 和Wl.则基层政府选择高效率候选人和低效率候选人的最大化收益分别为:

max
Wh,qh

　S(qh)－Wh－Cw(qh);s．t．Wh－Ch(qh)≥０ (１)

max
Wl,ql

　S(ql)－Wl;s．t．Wl－Cl(ql)≥０ (２)

式中,S (q)为基层政府从委托工作中获得的收益.分别求式 (１)和式 (２)最大化条件:

S′(q∗
h )＝C′h(q∗

h )＋C′w(q∗
h ) (３)

S′(q∗
l )＝C′l(q∗

l ) (４)

当基层政府选择高效率候选人为村干部时,基层政府获得的收益为S(q∗
h )－W ∗

h －Cw (q∗
h ),

高效率候选人获得的报酬为Ch(q∗
h );当基层政府选择低效率候选人为村干部时,基层政府获得

的收益为S(q∗
l )－W ∗

l ,低效率候选人获得的报酬为Cl(q∗
l ).如果高效率候选人能给基层政府

带来更多的收益,即S(q∗
h )－W ∗

h －Cw (q∗
h )＞S(q∗

l )－W ∗
l ,则选择高效率候选人担任村干部;

反之,则选择低效率代理人.对比式 (１)和式 (２)可知,影响基层政府选择村干部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Cw (qh).Cw (qh)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由于高效率候选人以低成本执行基层政府

委托的工作而引发的需要基层政府承担的成本,另一部分为基层政府干预选举需要支付的成本.

基层政府对委托工作的完成时间和质量要求越高,就越倾向于选择高效率候选人.基层政府对城

郊土地征收工作的时间要求紧迫,且不希望土地征收工作遭遇村民较为强烈的抵制.相较于低效

率候选人,高效率候选人会站在基层政府的立场,快速地完成基层政府委托的土地征收工作,且

能有效地化解村民抵制.
(三)不完全信息下的事前选择

观点２: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只提供高效率候选人能够接受的委托代理

合同来选择村干部.由于存在保留效用,当选的村干部并不一定是基层政府和村民认为的最适合

的人选.基层政府中意的候选人可以利用保留效用的私人信息特性获得更高的报酬.

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基层政府不具备村干部候选人是高效率候选人还是低效率候选人的完

全信息,只知道为高效率候选人的概率为v,为低效率候选人的概率为１－v.基层政府通过设定

委托工作量 (或工作质量)和报酬的方式来筛选高效率候选人.基层政府最大化收益为:

max
[(Wh,qh );(Wl,ql)]

v[S(qh)－Wh－Cw(qh)]＋(１－v)[S(ql)－Wl]

　　　s．t．Wh－Ch(qh)≥０;Wl－Cl(ql)≥０

Wh－Ch(qh)≥Wl－Ch(ql);Wl－Cl(ql)≥Wh－Cl(qh)

(５)

式 (５)的四个约束中,只有低效率候选人的参与约束和高效率候选人的激励约束是紧约束.将

两个紧约束条件 (取等号)代入式 (５),并求qh 和ql 一阶偏导数,可得:

S′(q∗
h )＝C′h(q∗

h )＋C′w(q∗
h ) (６)

S′(q^
l)＝C′l(q^

l)＋v[C′l(q^
l)－C′h(q^

l)](１－v)－１ (７)

式 (６)和式 (７)表达的是基层政府对高效率候选人和低效率候选人都提供委托代理合同时的最

优解.对比式 (６)与式 (３)可知,两个式子的形式完全相同,即基层政府对候选人能力的不完

全信息并没有影响最优委托工作量,也没有影响效率水平,只影响了高效率候选人能够获得的报

酬.基层政府给高效率候选人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Cl(q^
l)－Ch(q^

l)]的合同.对比式 (７)

和式 (４)可知,信息不对称使得基层政府委托低效率候选人的边际成本增加了v[C′l(q^
l)－

C′h(q^
l)](１－v)－１,直接导致基层政府委托给低效率候选人的工作减少,即q^

l＜q∗
l .之所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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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因为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偏好转移,基层政府要多支付Cl(q^
l)－Ch(q^

l)

报酬给高效率候选人,就要减少低效率候选人的工作量.由于委托给低效率候选人的工作量并没

有达到最优水平q∗
l 而支付给高效率候选人的报酬又增加了Cl(q^

l)－Ch(q^
l),因此基层政府与两

类村干部候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存在效率损失.基层政府给低效率候选人提供条件为[q^
l,

Cl(q^
l)]的合同,低效率代理人并没有增加收益,获得的报酬仅能弥补成本.

在只能选择一个村干部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只提供一个委托代理合同,也就是只能选择高效

率候选人担任村干部.在基层政府只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的合同的情况下,高效率候选人和

低效率候选人的自利选择能够达到分离均衡.低效率候选人不会选择该合同,这是因为选择该合

同低效率候选人的净收益为Ch(q∗
h )－Cl(q∗

h )＜０;只有高效率候选人能够接受基层政府提供的条

件为[q∗
h ,Ch(q∗

h )]的合同,尽管高效率候选人没有增加收益,其获得的报酬仅仅能弥补成本

支出.

高效率候选人可以通过提高保留效用水平的方式来增加收益,但会受到两类候选人成本差异

的限制.同时高效率候选人保留效用水平也会影响基层政府委托代理合同的选择.以上分析都假

定高效率候选人的保留效用为零,放松这一假设,假定高效率候选人的保留效用为U０,且U０＞

０,低效率候选人的保留效用依然为零.下面将分几种情况进行讨论.

当U０≤Cl(qh)－Ch(qh)时,基层政府只会给高效率候选人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U０]的

合同,高效率候选人只获得了保留效用.低效率候选人的激励约束没有改变,没有出现偏好

转移.

当Cl(qh)－Ch(qh)＜U０＜S(q∗
h )－S(q∗

l )－Ch(q∗
h )－Cw(q∗

h )＋Cl(q∗
l )时,基层政府已经

无法通过只提供一个委托代理合同来区分两类候选人.其中,S(q∗
h )－S(q∗

l )－Ch (q∗
h )－

Cw(q∗
h )＋Cl(q∗

l )为两类候选人保留效用都为零的情况下,与低效率候选人相比高效率候选人能

够给基层政府带来的最大新增收益额.在此情况下,基层政府可以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

U０]和[q∗
l ,Cl(q∗

l )]的备选合同,这两个合同都不能使两类候选人达到分离均衡.在基层政府只

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U０]的合同的情况下,由于Cl(qh)－Ch(qh)＜U０,对于低效率候选人

而言,伪装成高效率候选人可以增加收益.在基层政府只提供条件为[q∗
l ,Cl(q∗

l )]的合同的情况

下,只有低效率候选人能够接受,高效率候选人不会接受,但高效率候选人和基层政府都有收益

提高的空间.由于U０＜S(q∗
h )－S(q∗

l )－Ch(q∗
h )－Cw (q∗

h )＋Cl(q∗
l ),基层政府提供条件为

[q∗
h ,Ch(q∗

h )＋U０]的合同将会比提供条件为[q∗
l ,Cl(q∗

l )]的合同获得更高的收益,高效率候选

人也愿意接受条件为[q∗
h ,Ch(q∗

h )＋U０]的合同.

当U０＝S(q∗
h )－S(q∗

l )－Ch(q∗
h )－Cw(q∗

h )＋Cl(q∗
l )时,基层政府只会给低效率候选人提

供条件为[q∗
l ,Cl(q∗

l )]的合同.基层政府不会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U０]的合同,否则低效

率候选人就有动力伪装成高效率候选人,基层政府的收益会减少.

当U０＞S(q∗
h )－S(q∗

l )－Ch(q∗
h )－Cw(q∗

h )＋Cl(q∗
l )时,基层政府只会给低效率候选人提

供条件为[q∗
l ,Cl(q∗

l )]的合同.此时,如果基层政府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U０]的合同,不

仅会出现低效率候选人伪装成高效率候选人的情况,而且基层政府获得的收益也会低于提供条件

为[q∗
l ,Cl(q∗

l )]的合同情况下能够获得的收益.基层政府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U０]合同时

的收益为S(q∗
h )－U０ －Ch (q∗

h )－Cw (q∗
h ),提供条件为[q∗

l ,Cl (q∗
l )]的合同时的收益为

S(q∗
l )－Cl(q∗

l ),两式相减可得S(q∗
h )－S(q∗

l )－Ch(q∗
h )－Cw(q∗

h )＋Cl(q∗
l )－U０.由于U０＞

􀅰７６􀅰

孙秋鹏:城郊土地征收中基层政府与村干部的委托代理机制研究



S(q∗
h )－S(q∗

l )－Ch(q∗
h )－Cw(q∗

h )＋Cl(q∗
l ),因此基层政府提供条件为[q∗

h ,Ch(q∗
h )＋U０]合同

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提供条件为[q∗
l ,Cl(q∗

l )]合同时的收益水平.

通过对以上四种情况的分析可知,基层政府提供何种条件的委托代理合同受到高效率候选人

的保留效用水平的影响,高效率候选人提供给基层政府的保留效用水平也受到两类候选人成本差

额的限制.

在村干部换届选举中,基层政府只提供高效率候选人能接受的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也确实

存在.在村干部换届选举中,通常会有两类候选人:第一类候选人紧密跟随基层政府,能够认

真贯彻执行基层政府的工作安排;第二类候选人站在村民的立场,维护村民的利益.在基层政

府看来,第一类候选人相当于上文中的高效率候选人,第二类候选人相当于上文中的低效率候

选人.在村干部选举中,基层政府并不会直接给出委托代理合同,但是通过以往基层政府和村

干部之间的联系和工作关系,候选人通常会意识到存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

使得第二类候选人意识到,如果当选村干部将会造成收益损失,明智的做法是退出村干部

竞选.

对基层政府而言,最终成为村干部的候选人并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人选,给予村干部的报酬水

平也存在弹性空间.在城郊村干部选举中也存在与高效率候选人保留效用分析中相对应的情况.

在城郊村中,可能会出现某位或某几位 “精英”,他们是基层政府和村民公认的村干部的最佳人

选.但由于担任村干部会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 “精英”的效用水平,即上文中高效率

候选人保留效用水平过高的情况,这些 “精英”就会拒绝担任村干部.愿意担任村干部职务并且

基层政府也满意的候选人,可以通过与基层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来争取更多的报酬.讨价还价的空

间也是有限度的,村干部职位的潜在竞争者与基层政府满意的候选人之间的成本差额是限制讨价

还价空间的主要因素.

三、基层政府与村干部之间的委托代理

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努力程度不具有完全信息,村干部在委托代理中可以偷懒.如果委托工

作完成情况完全取决于村干部的努力程度,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努力程度就无须具有完全信息,

但委托工作完成情况不仅取决于村干部的努力程度,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
(一)主要假设

①假设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努力程度不具有完全信息,基层政府能够获得的信息仅是所委托

的工作的完成情况.

②村干部的努力程度与最终结果之间具有不确定性,并不是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

③村干部能完成基层政府的委托工作,将会得到奖励,反之,将会受到惩罚.

④在单目标委托代理中,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考核标准是土地征收完成量;多目标委托代理

中,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考核标准是土地征收完成量和土地征收引发的冲突数量.
(二)单目标激励问题

观点３:当基层政府仅将土地征收完成量作为村干部工作绩效的考核依据时,基层政府支付

给村干部的报酬受到基层政府惩罚能力和村干部风险规避程度的影响.当村干部没有完成基层政

府要求的土地征收数量时,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惩罚能力越强,则支付给村干部的期望报酬越

低;反之,则越高.村干部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基层政府支付给村干部的期望报酬越高;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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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越高.

在城郊土地征收中,基层政府最为关心的是,同意基层政府土地征收条件并在征收协议上签

字的村民的数量.通常,基层政府需要村干部协助的或委托给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让农民同意

基层政府的征收条件,并在征收协议上签字.在单目标委托代理中,本研究设定基层政府委托给

村干部的工作是同意政府土地征收条件的土地数量 (q),此处的q为上文的q的具体化.对于基

层政府委托的工作,村干部可以采取e的努力水平.为了简化分析,设定e只取０和１,０代表

村干部不付出任何努力,１代表村干部付出努力.村干部不付出努力将不会有成本支出,付出努

力将会有Φ 的成本支出.在委托代理结束后,同意基层政府土地征收条件的土地数量q有两种结

果:高数量qH 和低数量qL,且qH ＞qL.q的具体结果不仅受到村干部努力程度的影响,还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村干部的努力程度会影响q 的最终结果的概率,如果村干部付出努力,得到

qH 的概率为Ph,得到qL 的概率为１－Ph;如果村干部不付出努力,得到qH 的概率为为PL,

得到qL 的概率为１－PL.显而易见Ph＞PL,即村干部的努力能够提高得到qH 结果的概率.基

层政府从村干部完成的q中能够获得的收益水平为S(q),S(q)是q的单调递增函数.基层政府依

据q的最终结果支付村干部报酬,当结果为qH 时支付wh,当结果为qL 时支付wl.村干部的收

益函数(u(w)＝w)具有单调性,基层政府需要村干部付出努力,其收益最大化可以表示为:

max
(wh,wl)

Ph[S(qH )－wh]＋(１－Ph)[S(qL)－wl]

　　s．t．Phwh＋(１－Ph)wl－Φ≥０

Phwh＋(１－Ph)wl－Φ≥PLwh＋(１－PL)wl

(８)

式 (８)中的两个约束条件都是紧约束,将两个约束条件取等号并整理可得:

wl＝ΦPL(PL－Ph)－１ (９)

wh＝Φ(１－PL)(Ph－PL)－１ (１０)

由于Ph＞PL,因此式 (９)为负值,代表当委托工作的结果为qL 时,基层政府将对村干部

进行处罚.在最终结果为qL 时,基层政府之所以能够对村干部进行处罚,主要原因是基层政府

能够影响或决定下届村干部人选、村庄转移支付规模和年底奖励.如果取得了qL 的结果,基层

政府可能会认为村干部工作不努力,就会对村干部进行惩罚.惩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下

届村干部选举中支持其他候选人,二是减少村庄能够获得的转移支付或减小项目的规模,三是减

少村干部能够获得的奖励资金的数额.

基层政府对村干部支付的报酬受到惩罚能力和村干部风险偏好程度的影响.当出现qL 结果

时,如果基层政府对村干部实行ΦPL (PL－Ph)－１的处罚,即让村干部承担全部风险,基层政府

将会获得最大收益,并且能够有效解决村干部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处罚达

不到ΦPL (PL－Ph)－１,基层政府就要支付给村干部更高的报酬.在基层政府不能够对村干部实

行完全处罚的情况下,即村干部有保留收益U１＞ΦPL (PL－Ph)－１时,村干部的参与约束和激励

约束将是紧约束.比较基层政府能够对村干部进行完全处罚和不能完全处罚情况下,村干部付出

努力的期望收益.

ΦPh(１－PL)(Ph－PL)－１＋ΦPL(１－Ph)(PL－Ph)－１＝Φ (１１)

Ph[U１＋Φ(Ph－PL)－１]＋(１－Ph)U１＝U１＋ΦPh(Ph－PL)－１ (１２)

式 (１１)和式 (１２)分别为基层政府能够和不能够对村干部进行完全处罚情况下村干部的期

望收益.由U１＞ΦPL(PL－Ph)－１可推算出U１＋ΦPh(Ph－PL)－１＞Φ,其经济含义为:由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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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能对村干部进行完全处罚,村干部在弥补努力的成本之后能够获得正收益.如果基层政府

对村干部不能实行惩罚,则保留收益为U１＝０,出现qL 和qH 结果时村干部获得的报酬分别为

wl＝０和wh＝Φ(Ph－PL)－１,村干部的期望收益为ΦPh(Ph－PL)－１.与基层政府能够对村干

部进行完全处罚相比,基层政府支付给村干部的报酬将增加ΦPL(Ph－PL)－１.接下来讨论U１

的取值范围.

首先考虑的条件是基层政府从村干部的努力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从村干部不努力中获得的

收益.

Ph[S(qH )－wh]＋(１－Ph)[S(qL)－wl]≥PL[S(qH )－wh]＋(１－PL)[S(qL)－wl](１３)

式 (１３)左端为村干部努力情况下基层政府的期望收益,右端为村干部不努力情况下基层政府的

期望收益.设wl＝U１,则wh＝U１＋Φ (Ph－PL)－１,将其代入式 (１３)并整理可得:

(Ph－PL)[S(qH )－S(qL)]≥Φ (１４)

在式 (１４)中没有U１,说明满足基层政府从村干部的努力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从村干部不努力中

获得的收益的条件并不会对U１ 的取值形成限制.

考虑另外一个条件,基层政府从村干部努力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支付给村干部的报酬,设立不

等式并整理可得:

U１≤PhS(qH )＋(１－Ph)S(qL)－ΦPh (Ph－PL)－１ (１５)

下面比较不等式 (１５)右端值与等式 (９)右端值的大小.将两个数值相减可得:

PhS(qH)＋(１－Ph)S(qL)－ΦPh (Ph－PL)－１－ΦPL (PL－Ph)－１＝PhS(qH)＋(１－Ph)S(qL)－Φ
(１６)

式 (１６)的右端与满足式 (８)最大化条件时基层政府的期望收益相同,即PhS(qH )＋(１－

Ph)S(qL)－Φ≥０,亦即U１ 的取值范围为(ΦPL (Ph－PL)－１,PhS(qH )＋(１－Ph)S(qL )－

ΦPhL(Ph－PL)－１].

村干部的风险厌恶程度也会对基层政府支付给村干部的报酬产生影响.取消村干部风险中性

的假设,假设村干部具有风险规避特征,村干部的收益函数为u(w),则存在u′(w)＞０和

u″(w)＞０.村干部收益函数的反函数为m(u),即m(u(w))＝w.将村干部的收益函数和反函

数代入式 (８),可得村干部获得两种报酬的收益分别为u(wl)＝ΦPL (PL－Ph)－１和u(wh)＝

Φ(１－PL)(Ph－PL)－１.由于村干部存在风险规避特征,即 Phu(wh)＋(１－Ph)u(wl)＜

u(Phwh＋(１－Ph)wl),亦即风险规避型的村干部将会要求更高的期望收益.

(三)多目标激励问题

观点４:在基层政府采取征地完成量和冲突量两项指标作为村干部绩效考核标准时,村干部

通过努力获得好结果的难度越大,获得的报酬越多.当出现最差结果时,村干部将受到基层政府

的惩罚程度与通过努力使得最好结果发生概率提高的程度正相关,与不努力情况下最好结果发生

概率和努力成本负相关.在基层政府不具有惩罚能力时,村干部付出努力获得的期望收益将大于

其努力的成本,村干部获得了正的净收益.与基层政府具有惩罚能力相比,基层政府不具有惩罚

能力时支付给村干部的报酬更多.

在城郊土地征收中,基层政府还关注由于土地征收引发的冲突.为了控制土地征收中的冲

突,基层政府可以对委托的土地征收工作设定两项目标,征地完成量 (q)和冲突量 (qc).基层

政府的收益函数为S(q,qc),S(q,qc)为q 的增函数和qc 的减函数.假设:村干部执行征地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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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可以选择０和e１ 的努力水平,e１ 努力的成本为Φ１;执行冲突量目标可以选择０和e２ 的努力水

平,e２ 努力的成本为Φ２;存在两种征地量结果,高征地量qH 和低征地量qL,且qH ＞qL;存在

两种冲突量结果,高冲突量qch和低冲突量qcl,且qch＞qcl.假设:村干部付出e１ 的努力水平得

到qH 结果的概率为P１h,得到qL 结果的概率为１－P１h;村干部在征收量方面不付出努力得到

qH 结果的概率为P１l,得到qL 结果的概率为１－P１l,且存现P１h＞P１l.假设:村干部付出e２

的努力水平得到qcL结果的概率为Vh,得到qcH 的概率为１－Vh;村干部在冲突量方面不付出努

力得到qcL结果的概率为Vl,得到qcH 的概率为１－Vl,且存现Vh＞Vl.为了简化分析,假定各

概率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基层政府依据最终结果向村干部支付报酬,出现结果(qH ,qcL),(qH ,

qcH ),(qL,qcL)和(qL,qcH )时,基层政府支付给村干部的报酬分别为w１１,w１０,w０１和w００.在此

依然假定村干部是风险中性的,即u(w)＝w.由于基层政府更重视征地量的完成情况,因此可

以假定村干部在取得(qH ,qcH )结果时获得的收益大于在取得(qL,qcL)时获得的收益.基层政府选

择让村干部在两项目标上都付出努力,则基层政府的最优规划为:

max
(w１１,w１０,w０１,w００)

　P１hVh[S(qH ,qcl)－w１１]＋P１h(１－Vh)[S(qH ,qcH )－w１０]＋

Vh(１－P１h)[S(qL,qcL)－w０１]＋(１－P１h)(１－Vh)[S(qL,qcH )－w００]

　s．t．P１hVhw１１＋P１h(１－Vh)w１０＋Vh(１－P１h)w０１＋(１－P１h)(１－Vh)w００－Φ１－Φ２≥０

P１hVhw１１＋P１h(１－Vh)w１０＋Vh(１－P１h)w０１＋(１－P１h)(１－Vh)w００－Φ１－Φ２≥P１hν１
－
w１１＋

P１h(１－Vl)w１０＋Vl(１－P１h)w０１＋(１－P１h)(１－Vl)w００－Φ１

P１hVlw１１＋P１h(１－Vl)w１０＋Vl(１－P１h)w０１＋(１－P１h)(１－Vl)w００－Φ１≥π１
－
Vhw１１＋

π１
－
(１－Vh)w１０＋Vh(１－π１

－
)w０１＋(１－π１

－
)(１－Vh)w００－Φ２

P１lVhw１１＋P１l(１－Vh)w１０＋Vh(１－P１l)w０１＋(１－P１l)(１－Vh)w００－Φ２≥P１lVlw１１＋

P１l(１－Vl)w１０＋Vl(１－P１l)w０１＋(１－P１l)(１－Vl)w００ (１７)

式中,第一个约束为村干部两个目标都付出努力的参与约束,第二个约束为村干部两个目标都付出

努力的激励约束,第三个约束为只在征收量目标上付出努力的激励约束,第四个约束为只在冲突量

目标上付出努力的激励约束.式 (１７)中的四个约束都是紧约束,故对四个约束取等号可得:

w１１＝Φ１(１－P１l)(P１h－P１l)－１＋Φ２(１－Vl)(Vh－Vl)－１ (１８)

w１０＝Φ１(１－P１l)(P１h－P１l)－１－Φ２Vl(Vh－Vl)－１ (１９)

w０１＝－Φ１P１l(P１h－P１l)－１＋Φ２(１－Vl) (２０)

w００＝－Φ１P１l(P１h－P１l)－１－Φ２Vl(Vh－Vl)－１ (２１)

可见,在得到最好结果(qH ,qcL)情况下,村干部获得的报酬w１１与通过努力使得最好结果发生概率

提高的程度负相关,与努力后最差结果发生概率和努力的成本正相关;在得到最差结果(qL,qcH )情

况下,村干部获得的报酬w００与通过努力使得最好结果发生概率提高的程度正相关,与不努力情况

下最好结果发生概率和努力成本负相关.下面分析各种结果对应的报酬的离散程度和出现差结果村

干部受到的惩罚程度.用式 (１８)分别减去式 (１９)、式 (２０)和式 (２１)可得:w１１－w１０＝

Φ２ (Vh－Vl)－１,w１１－w０１＝Φ１ (P１h－P１l)－１和w１１－w００＝Φ１(P１h－P１l)－１＋Φ２(Vh－Vl)－１.以最

好结果获得的报酬w１１为标准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征地量取得好结果而冲突量没有取得好结果的

情况下,村干部受到基层政府惩罚的程度与村干部在冲突量方面付出努力的成本正相关,与努力能

够提高好结果发生概率的幅度负相关;在征地量没有取得好结果而冲突量取得好结果的情况下,村

干部受到基层政府惩罚的程度与村干部在征地量方面付出努力的成本正相关,与努力能够提高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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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生概率的幅度负相关;在征地量和冲突量都没取得好结果情况下,村干部受到基层政府惩罚的

程度与村干部付出努力的成本正相关,与努力能够提高好结果发生概率的幅度负相关.

下面分析基层政府不能对村干部进行惩罚的情况.基层政府不能惩罚村干部时,也就是村干

部获得的收益不能为负数时,基层政府让村干部在两项目标都付出努力的最优规划与式 (１７)类

似,只是村干部都付出努力的参与约束 (第一个约束)转换为出现最差结果(qL,qcH )报酬不能为

负数的约束,即 w００ ≥０.通过计算可知:村干部的 报 酬 分 别 为 w１１ ＝Φ１ (P１h－P１l)－１ ＋
Φ２ (Vh－Vl)－１,w１０＝Φ１(P１h－P１l)－１,w０１＝Φ２(Vh－Vl)－１和w００＝０.因此,在基层政府不具

有惩罚能力时,村干部付出努力获得的期望收益将大于其努力的成本,村干部获得了正的净收

益;村干部获得的收益与付出努力的成本正相关,与通过努力提升好结果发生概率的幅度负相

关;与基层政府具有惩罚能力相比,基层政府不具有惩罚能力时支付给村干部的报酬更多.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事前选择和事中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本文得到一些结论.基层

政府会在土地征收之前选择村干部,选择的时点是村干部换届选举期间,采取的方式是干预村干

部选举使中意的候选人担任村干部.城郊村具有资源密集性特点,土地征收可能性大,基层政府

需要村干部协助和执行的工作数量多,基层政府有动力干预村干部选举.在城郊村村干部选举

中,基层政府倾向于推举 “能人”“狠人”类型的高效率候选人担任村干部.由于基层政府对候

选人能力不具有完全信息,基层政府通过提供 “只有中意候选人才能接受的委托代理合同”的方

式来选择村干部.基层政府中意的候选人可以利用保留效用的私信信息特性来获得更高的报酬,

但报酬提升空间受到潜在竞争者与基层政府满意的候选人担任村干部的成本差额的限制.当只将

土地征收量作为村干部工作绩效考核依据时,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惩罚能力强,村干部风险规避

程度低,支付给村干的期望报酬低;反之,则高.当同时将征地完成量和冲突量作为村干部工作

绩效考核依据时,村干部所获报酬与通过努力使得好结果发生概率的提高幅度负相关,与努力后

坏结果减少的幅度负相关.村干部获得的期望报酬与基层政府惩罚能力负相关,即基层政府惩罚

能力越强,村干部获得的期望报酬越低.

通过本研究可以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将村干部纳入准公务员管理体系以加强对村干部行为的监督和约

束.就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而言,村民自治效果并不理想.尤其在那些城郊资源密集型村庄,村

干部主要由 “精致利己主义者”“能人”“富人”“狠人”和大家族利益代表担任,这些人看重个

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较少考虑村民利益.可见,如果乡村社会完全实行自治,则村庄治理很容

易沦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乡村社会的行政管理职能由基层政府履

行,行政管理官员也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政府任命.

第二,在土地征收中增加基层政府人力资源投入,减少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依赖,控制村干

部自由裁量的权利空间.土地征收工作推进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土地征收程序、征地补偿标准和

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公平公正公开.在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土地征收工作

主要依赖村干部和外聘人员,征地补偿标准和征地程序等就难以严格执行,这就会给利益相关者

留下博弈空间.在土地征收实践中,基层政府过度依赖村干部协调村民关系,会增加村干部向基

层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进而会引发基层政府和被征地村民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城郊土地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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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寻求村干部的协助,但要以合同的形式明确村干部协助的具体内容和

范围,并建立多方联合监督机制以强化对利益关键点的监控,要禁止基层政府将土地征收工作整

体发包给村干部.

第三,加大对土地征收中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在土地征收中,基层政府和村干部

之间、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都有可能存在为了自身利益的 “合谋”行为或权

钱交易.“合谋”行为或权钱交易是以牺牲政府利益和村民利益为代价的,也会增加被征地村民的

被剥夺感,不仅会降低被征地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支持和认同,也会激起被征地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

抗.已有研究成果显示,在国家反腐行动深入基层之后,土地征地中的农民抗争情况有所减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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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rincipalＧAgentMechanismforGrassrootsGovernmentsand
VillageCadresinSuburbanLandExpropriation

SunQiupeng

Abstract:In suburban land expropriation, what kind of agency contract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settoconstrainandmotivatethebehaviorsandeffortsofvillagecadreswilldirectly
affecttheefficiencyoflandexpropri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landvalueＧaddedbenefits．By
constructingavillagecadresselectionmodelbeforehandandanincentivemodelthroughoutthe

processforvillagecadres,itisfoundthatsuburbanvillageshavethecharacteristicsofresource
density,multipleentrustedtasksfrom grassrootsgovernments,andhighpossibilityofland
expropriation．Grassrootsgovernmentstendtochooseefficientcandidatessuchas“capable”and
“ruthless”onestoserveasvillagecadres;candidatesthatgrassrootsgovernmentsaresatisfied
withcanusetheprivateinformationcharacteristicwithretainingutilitytoobtainhigherrewards
fromgrassrootsgovernments,butthespaceforrewardincreaseisrestrictedbythecostvariance
betweenpotentialcompetitorsandcandidatesthatgrassrootsgovernmentsaresatisfiedwithas
villagecadres;whenonlythecompletionoflandexpropriationisusedastheevaluationbasisfor
villagecadres􀆳agency workperformance,theexpectedrewardreceivedbyvillagecadresis
negativelycorrelated withthepunishmentabilityofgrassrootsgovernments,and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thedegreeofrisk avoidanceofvillagecadres;whentheamountofland
expropriationcompletedandtheamountofconflictsarejointlyusedastheevaluationbasisfor
villagecadres􀆳agencyworkperformance,thegreaterthedifficultyforvillagecadrestoachieve

goodresultsthroughhardwork,themorerewardtheyreceiveforachievinggoodresults,andthe
lowerthepunishmenttheyreceivefornotachievinggoodresults;whengrassrootsgovernments
donothavetheabilitytopunish,theyneedtopaymorerewardtovillagecadres．
Keywords:landexpropriation;grassrootsgovernments;villagecadres;principalＧagent;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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